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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芳 周永卫

两汉时期（前 206-220）是岭南文明迅猛跃进的时期，也是雷州半岛社会经济文化全

面发展的时期。汉代的雷州半岛在岭南社会发展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

岭南在先秦时期主要是越人的活动区域。“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

种姓。”
[1]
雷州半岛居民的主体是百越的一支“西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桂林、

南海、象郡三郡，雷州半岛属于桂林郡管辖。
[2]
秦末，南海尉赵佗逐渐控制了岭南三郡的

军政大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南越国。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遣兵灭亡了南越国，在岭

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进行管理（海南岛

上的儋耳、珠崖二郡后来先后罢弃）。在此后的三百多年时间里，整个雷州半岛一直属于

汉代的合浦郡徐闻县管辖。汉代的合浦郡下辖五县：徐闻、合浦、高凉、临允（东汉改称

临元）、朱卢（东汉改称朱崖）。管辖范围除雷州半岛外，还包括海南岛北部，广西的邕宁、

横县、玉林，广东的高州、新兴等地。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的首县，即郡治所在地。到了

东汉，合浦成为合浦郡的首县。

“移民实边”几乎是历代王朝巩固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早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秦王朝就曾“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十万人守五岭”事件。
[3]
据统计，秦向岭南的移民，较大规模的

就有 4次之多。
[4]
汉武帝遣五路大军将十余万罪人平定岭南，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移

民活动。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岭南的合浦、九真、日南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在西汉末，

合浦郡几乎是失势朝臣唯一的流放场所，是令朝臣胆战心惊的地方。而到了东汉，流放合

浦者逐渐减少，更多的则被贬到九真和日南。据统计，《汉书》中提到的西汉因获罪本人

及家属被迁徙岭南的人数共计有 15 人次，全部被徙至合浦；《后汉书》中涉及的东汉朝臣

及家属获罪迁徙岭南的多达 17 人次，其中徙合浦的 4 人次，徙九真的 3 人次，徙日南的

10 人次。正如有学者所言：“西汉末，外戚用事，互相倾轧，失势者合浦常为其归宿地……

东汉又将徙所集中于更遥远的九真、日南了。”
[5]
这种现象正是合浦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

表现。两汉朝臣获罪流放合浦，实开唐宋名贤谪迁雷州半岛之先河。

汉代的合浦郡境内，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西汉主要是西瓯、骆越，

到了东汉，又增加了里（俚）人和乌浒。张华《博物志》言“交州夷名俚子”。俚人自东

汉之初已居交州。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认为由于中南半岛上林邑、扶南的崛起导致了俚

人的北迁。
[6]
这些少数民族在当时仍然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段，保留了许多野蛮落后的习

俗。《后汉书·任延传》云：“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



夫妇之道。”《后汉书·南蛮传》亦云：“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通人国，

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美妻，则让其兄。

今为乌浒人是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这些记

载虽不免夹杂封建史官的偏见和污蔑，但也基本反映了雷州半岛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据

学者研究，汉代岭南越人的婚姻形态，仍然属于族外群婚阶段。
[7]
劳干先生也认为“合浦

到晋时尚在半开化之状况”
[8]
是有一定道理的。

《后汉书，贾琮传》曰：“旧交趾土多珍产……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

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由于汉族官吏的残暴统治，合浦郡的

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时有发生。据正史记载，东汉合浦郡的蛮夷反叛就有三次：（公元 40

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
[9]

（公元 116 年）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
[10]

（公元 178 年）合浦、交趾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11]

终汉之世，合浦郡的社会稳定不时受到威胁。直到三国东吴统治时期，薛综在上疏孙

权时还提到了合浦等地多寇盗的问题。“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

梧、郁林、珠官（即合浦）四郡界未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菽”
[12]

。流放的汉人

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他们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为雷州半岛的开发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语言，渐见礼化”
[13]

。应当指出

的是，失势朝臣及家属，不同于一般的罪犯，他们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文化素质相对较高，

他们的到来，对较为落后的雷州半岛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

珍珠在中国人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它和黄金、玉器一样，在古代社会政

治经济生活等诸多领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秦始皇经略岭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

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14]

。先秦以来，岭南就是著名的珍珠产地，番禺则是《史

记》中唯一提到的珍珠汇聚的都市。
[15]

汉代雷州半岛所在的合浦郡，虽然被视为蛮荒之地，

却是闻名全国的珍珠生产基地，采珠业十分发达。《汉书·王章传》云：“王章……为（王）

凤所陷，罪至大逆……死。妻子皆徙合浦……凤薨后，弟成都侯（王）商复为大将军辅政，

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查《汉书·百官公卿表》王章下

狱死于成帝阳朔元年（前 24），王商任大将军是在永始二年（前 15）。王章家属就是在这 9

年期间靠采珠致产百万的。而王章家属只是众多靠经营采珠业致富中的一个。秦始皇向岭

南“移民实边”的 50 万人中间就有许多是商人，这些商人到岭南后，一定有许多人从事

采珠业，并因此而发财致富。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当时采珠业和商业的繁荣

可想而知。合浦人还有一套采珠的绝技“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便教入水，官禁



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16]

。这里的“合浦民”自然包括汉人和少

数民族。而汉人的采珠技术无疑是从当地少数民族那里学来的。分布于雷州半岛等地的乌

浒人就是一个善于采珠，并以之为业的民族。汉晋时期的《异物志》中就有“乌浒取翠羽、

采珠为产”的记载。
[17]

到了唐代，还出现了“珠户”的称谓。唐刘恂亦云：“廉州边海中

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耆旧传云：

太守贪，珠即逃去。”
[18]

由于经营采珠业有着巨大的利益，早在武帝统一岭南之前，西汉政府就曾颁布禁令，

禁止官吏参与民间采珠。汉景帝在后元三年（前 141）颁布了一份著名的诏书，诏书道“吏

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19]

。

为满足皇室贵族的需要，西汉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珠官，负责珍珠的生产和加

工。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曾经上书建议“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
[20]

。

但结果不得而知，似乎未被元帝采纳。由于史料阙如，我们尚不清楚汉代都设立了几处珠

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合浦郡必定设立有珠官，而且是全国最重要的珠官。《三国志·孙

权传》云：“黄武七年(228)……改合浦为珠官郡。”说明合浦郡原来就有珠官，而且到了

汉末三国时期珠官的作用比以前更为重要了。

合浦郡发达的采珠业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刺激了地方官员贪婪的欲望，也引发了

邻郡交趾郡的竞争。大约在汉顺帝统治时期(126-144)，循吏孟尝担任合浦太守。

（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

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俄死

于道。（孟）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

流通，称为神明。
[21]

贪婪的地方官员强迫百姓过度采集珍珠，导致合浦的采珠业迅速萎缩。孟尝出任合浦

郡太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终于使“去珠复还”，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局面。孟尝为保证

郡内采珠业和商业贸易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理所当然受到百姓的怀念和爱戴，

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十二位“循吏”之一。

由于珍珠贸易的繁荣，雷州半岛所在的徐闻县在汉代富甲一方，闻名天下。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云“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

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
[22]

，充分反映出雷州半岛在

汉代的繁华景象。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大批士人南逃交趾。交趾地区不仅云集了躲避战乱的中原

人士，也吸引了许多胡商。《高僧传》中的中亚名僧康僧会的父亲就是这时“因商贾移于

交趾”的。当时的岭南由担任交趾太守的士燮家族统治。士燮的弟弟士壹任合浦太守，其



他两个弟弟分别领九真太守和南海太守。“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

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震服

百蛮，尉他不足逾也”
[23]

。这里的“胡人”许多是来自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人或传教者。

在士燮家族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岭南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兵荒

马乱的中原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士燮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当年南越国的创立者赵佗。当时

的雷州半岛自然也是一派盛世景象。

三

采珠业的发达带动了合浦郡商业贸易的繁荣，也加强了雷州半岛与各地的频繁交往。

汉末士壹任合浦太守时为了讨好吴王孙权时贡马凡数百匹。这条史料特别值得注意。合浦

郡的农牧业并不发达，这数百匹马应该是通过贸易获取的，很可能是珍珠贸易获取的。正

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

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于布卒也”
[24]

。

马匹作为古代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物资，在战争中的作用威力无比，在以农业为主的汉

族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马匹资源相对缺乏，因此备受青睐。笔者以为，合浦郡的这些

马匹是从西南夷地区获取的。孙权为加强军队战斗力，曾“市马辽东”，孙休时期，也曾

派人“至蜀求马”
[25]

。西南夷中有许多游牧民族，马匹资源丰富。就连以农业为主的“滇

人”，也不缺少战马，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许多镂花铜饰物中就有许多骑士和

战马形象。
[26]

早在西汉初期，“僰僮”和“笮马”就是西南夷地区非常有名的特产和商品，

《史记》和《汉书》中都曾经提到过这两种著名商品。“笮”在汉代的蜀郡南部和越嵩郡

境内，即今四川雅安、西昌、攀枝花一带，“僰”属于汉代的犍为郡，在今四川宜宾一带。

巴蜀与岭南的交通早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前就已有相当发展。“建元六年（前 135）……番

阳令唐蒙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

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

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27]

巴蜀的走私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的行迹甚至远

达南亚的印度。司马迁曾经把“巴蜀殷富”的原因归结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

僰僮、牦牛”
[28]

，其见解是非常精辟的。僰僮、笮马与枸酱一起，在南越国时期就已被蜀

商贩至岭南地区。到了东汉三国时期，巴蜀与岭南的交通更为频繁，蜀国名儒许慈“与许

靖等俱自交州人蜀”
[29]

。曾任蜀国尚书令的刘巴起初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

道”
[30]

入蜀。因此，合浦郡的马匹很可能正是来自西南夷地区。士壹向孙吴政权一次就能

供奉数百匹马，充分反映出汉代雷州半岛与西南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

由于合浦郡境内没有大的河流，它的内河航运交通远不如南海郡发达，但其陆路交通

和海上交通是相当发达的。合浦郡与京师和内地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被流放到合浦郡的朝



臣及家属，大都走的是陆路。上文提到的东汉著名循吏合浦太守孟尝在离任时，“被征当

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
[31]

。说明合浦郡与京师的人员往来

以陆路为首选，但也有水路存在。

雷州半岛与北方的近海交通由来已久。1973 年至 1974 年清理的徐闻后汉晚期墓葬中，

出土了较为先进的有锻銎铁斧 5件，凿 2 件。
[32]

类似的锻銎铁器在西汉前期的广州南越王

墓中曾出土了 7件，在福建崇安西汉城址以及中原许多地方也有出土。同一时期日本弥生

时代也出现了锻銎铁器，无疑是从中国大陆流传过去的。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的锻銎铁器

在东南沿海的出土相对较多，因此，中国东南沿海同日本列岛之间的文化联系不可忽视。
[33]

自然界的季风，客观上也加强了岭南与日本的交往。直到 7、8、9世纪的唐代，日本许

多遣唐使的船只就曾被风刮到海南岛、越南等地。鉴真东渡，也有一次被海风刮到了海南

岛。徐闻东汉晚期墓葬中和同一时期日本弥生时代的墓葬中都有锻銎铁器的出土是很自然

的。到了东汉灵帝以后，随着大批中原士人浮海交趾以及东吴政权的兴起，这条近海航线

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繁荣。

雷州半岛与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交通更为引人注目。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平定

南越设立 9 郡，为海外交通创造了条件。汉朝在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又开辟了海上

“丝绸之路”。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

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

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

而往……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

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34]

早已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丝绸经过南海出口的最早记录。徐闻在西汉成为汉使“市

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的三大始发港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之一。汉使所到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

“已程不国”、“皮宗”等地的地理位置，学术界至今尚有分歧，但都不出南亚、东南亚地

区。
[35]

从西汉末年开始，到东汉末的二百多年时间中，南亚、东南亚等地甚至罗马帝国的

使者或者假冒使者名义的商人，纷纷前来朝贡或贸易，在交趾、合浦、徐闻等地弃舟登岸。

根据文献记载，公元 1 至 2 世纪，通过南海来汉朝朝贡的外国使者或商人达 12 次，这使

者或商人分别来自越裳氏（今越南境内）、黄支国（今印度南海岸，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岛）、究不是、叶调国（今缅甸境内）、掸国（在今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天竺

（今印度境内）、大秦（罗马帝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天竺国……和帝时，数

遣使（经西域）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159、161)，频从日南



徼外来献”
[36]

。由于西域交通在东汉中期以后受到阻塞，天竺国与我国的交往被迫从走西

域道而改为走南海道。公元 2 世纪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极

为重要的角色。公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贡献，这是公认的有史以来中西方

首次直接通使。大秦使者（或假冒使者名义的商人）第一次来华沿海“丝绸之路”，而不

是陆上“丝绸之路”，绝非偶然，其原因令人深思。

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比，民间贸易历史更为悠久，对两汉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更大更

为深远，正如吕思勉先生云：“以海道论，《史记·货殖列传》谓南海为珠玑、犀、玳瑁、

果、布之凑，即后世西、南洋物也，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

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
[37]

许云樵先生亦云：“按中国与南洋之交通也，官民异趣：

官方虽出政治作用，民间则受经济支配。”
[38]

1973 年-1974 年在徐闻发掘的 51 座东汉墓，

虽然多属小型墓葬，墓主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也出土了珠饰 308 颗，其中琥珀 1 粒，玛瑙

25 粒，水晶 3粒，紫晶 2粒，琉璃珠 127 粒，其中有不少应是由海路输入的，印度尼西亚

加里曼丹岛出土的一件公元 1世纪的薄绿釉陶魁，器形不仅与广州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极

为相似，
[39]

而且与徐闻比邻的合浦西汉木椁墓出土的陶魁极为相似。在印尼、马来西亚等

地出土了大量汉代陶器和陶片，器形和纹饰图案风格与广东沿海汉墓出土的陶器完全一致。
[40]

这些都是民间南海海外贸易的历史见证。南海航线在东汉后期以后继续呈现繁荣的局面，

而不像有的学者所言的“逐渐衰落”
[41]

。

马雍先生曾这样评价交趾郡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交趾在东汉时为南方对外通

商一大口岸，其地位与敦煌相等，不过一在陆路，一在海路而已。”
[42]

交趾比邻且隔海相

望的合浦郡和雷州半岛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

雷州半岛扼琼州海峡的咽喉，不仅是汉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所在，而且是汉朝对交趾、

九真、日南等地实施有效管辖的关键所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书·地理志》曰：“自

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可见汉人是以雷州半岛为出入海南岛的门

户，对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是很清楚的。每当海南岛和交趾等地发生动荡，汉朝大都以徐闻、

合浦作为用兵的大本营和军事基地。建武十六年(40)交趾女子征侧、征贰起义，“光武乃

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鄣溪，储粮谷”
[43]

。十八年(42)，拜马援为伏波

将军，前去平息。“军至合浦而（段）志病卒，诏（马）援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

道千余里”
[44]

。以雷州半岛为基地，很快镇压了这次起义。今日雷州城中的伏波祠、马跑

泉等古迹，都与马援的这次军事行动有关。
[45]

汉代的合浦郡朱卢县的地望，徐松石先生认

为朱卢在海南岛北端，与徐闻隔海相望。
[46]

1983 年在海南乐东县出土了一枚西汉银印，

印面篆体“朱庐执圭”四字。
[47]

这枚印章的发现，证明朱卢就在海南岛，也证明了徐松石



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公元前 111 年设置的儋耳郡、珠崖郡，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先后

于公元前 82 年、前 46 年罢弃。但朝廷已经认识到海南岛和琼州海峡的重要性，仍然在与

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的朱卢保留县治，并把合浦都尉设在那里，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到东

汉朱卢改名朱崖，不再是都尉治所，但县治不变。在海南岛上设立一县，归琼州海峡对岸

的合浦郡管辖，是很值得注意的，此举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琼州海峡的安全和畅通，充分

说明了汉朝政府对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这种做法也为三国时期统

治岭南的吴国所效仿。“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
[48]

。

在海南岛上设立的珠崖郡，其太守却要驻扎在内陆的徐闻，雷州半岛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总之，汉代的雷州半岛是获罪朝臣及家属的流放之地，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

是当时闻名全国的采珠业和商贸业十分发达的地方，也是海外交通和对外交往十分频繁的

地方，其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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